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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年龄别流动率包括水平与模式两个方面。在说明数据基础、界定流量流动人口定义后，利用

1990 年以来 4 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两次 1% 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考察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结

构性差异，描述我国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与特点，得到的结果表明：（1）流量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

别流动率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 5—15 岁学龄段的下凹槽形状和峰值年龄后的年龄别流动率下降

拐点不同两个方面；（2）近二十年来，年龄别流动率的水平呈全年龄段普遍提高，模式呈峰值大幅提高（尖峰

形）、峰值后拐点变化和参与流动的最高年龄推迟。以上结果说明，未来人口预测应以流量流动人口为参数

基础；应以整体性视角和差异性视角理解与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应构建综合性、全年龄、全方位的流动人口

政策体系，以系统的制度安排来全面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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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户口标准下的流动人口规模在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已达 3.758 亿人，与 2010 年相比，

增加了 1.543 9 亿人，涨幅为 69.73%；粗流动率从 2010 年的 16.53% 上升到 2020 年的 26.62%。可见，

我国在流动人口规模剧增的同时，人口流动更趋活跃 (周皓，2021)。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与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社会现象之一。人口迁移流动模式在根本上表现出相对稳定性 (周皓，

2021) 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与新的发展趋势。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是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的

重要基础性指标，体现了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性及其年龄模式，是人口学研究（如人口预测、人

口迁移流动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等研究）的重要基础。年龄别流动率的变化既是人口发展与社会变迁

对人口迁移流动的作用结果，也是人口与社会发展变化的社会表象特征之一，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

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及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有很大关系 (刘金菊、陈卫，2021)。年龄

别流动率包含水平与模式两个方面：水平是指曲线在坐标系中的整体位置，模式则是指曲线形状①。

模式问题（或称之为年龄模式）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那么，在我国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剧增、流动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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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格来说，模式可以用各年龄别率在年龄别率之总和中所占比例表示。如生育模式（生育的年龄模式）是指各年龄别生育率

在总和生育率中所占比例，它可以用来刻画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形状。本文中年龄模式或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即为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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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流动率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模式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变化？

这是我国人口学研究中应该回答的现实问题。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既可以了解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状

况、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性等基本信息，也是进行后续相关研究（特别是人口预测）的基础。

国内对年龄别流动率的研究，或是对其数学建模 (杨云彦，1992a，1992b)，或是利用某一次普查数

据描述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或年龄选择性 (张善余，1992；段成荣，2000；李玲，2001；唐家龙等，2007)，
或是比较年龄模式及其空间差异性 (王桂新，1994，1995)，或是利用两次普查的数据比较城—乡与

乡—城转移人口年龄模式的变化 (王金营，2004)，亦有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各类属性的人口流动率

年龄模式 (周爽等，2015)。这些研究为了解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基本素材。

但几乎所有研究都是利用某一次普查数据，即未能结合多次普查数据、从历时视角考察我国人口年

龄别流动率的转变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涵义与带来的启示。对此，需要加以弥补或完善，这是本文的

第一个研究目标。

同时，户口标准下的流动人口有流量与存量之区别①；我国的流动人口研究最好使用户口标准下

的流量流动人口 (周皓，2022)。特别是在人口预测中，从迁移流动的角度看，未来某时段内的新增人

口主要受流量流动人口而非存量流动人口的影响（因为存量流动人口已被包括在前一时点的常住人

口中）；如果使用全部流动人口，则会导致新增人口规模由于包含了存量流动人口而被高估。而且，如

果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在年龄别流动率的水平与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则会导致预测的新

增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偏差。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首先在于检验流量与存量、全部流动人口

这三者在年龄别流动率上是否存在差异。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标。

本文将使用 1990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数据（第四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即“四普”至

“七普”，以及 2005 年和 2015 年两次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数据说明与样本结构比较的基础上，

以“七普”数据为例，描述流量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之差异，比较分析年龄别流动率的历

时变化及其特征，讨论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在人口预测中的使用及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变化的

社会涵义。

 一　文 献 回 顾

Xℓ Xℓ

Xh Xr

Rogers 等人对年龄别迁移率模式展开了一系列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探索迁移人口年龄模式规律的

研究 (Rogers & Castro,1979；Castro & Rogers,1979；Rogers,1988)，使得有关迁移人口年龄模式及其规

律性成为人口迁移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Pazul & White，1981)。其中，引用甚广的是 Ro-
gers 和 Castro (1979) 在其工作论文中提出的年龄别迁移率模式（以下简称“Rogers 模式”）：儿童段

（   岁之前）从出生时的高迁移率逐步下降，在   岁时到达低点；然后年龄别迁移率呈快速上升趋势

并于   岁时到达最高点，此后再迅速下降至较低水平；但是，在   岁附近，则会出现由于退休而形成

的小峰值。而且，以上各段均可由不同函数式表达。这是西方国家年龄别迁移率的基本模式。

国内已有多项研究关注于年龄别流动率的数学建模问题 (杨云彦，1992a，1992b；胡华清、刘旭，

1997；胡华清、李南，1998；严善平，2004)。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括 1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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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的“流动人口”对应户口标准，系指居住本地半年以上、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即国家统计局定义的人户

分离人口中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后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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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彦，1992a)，1990 年“四普”(胡华清、刘旭，1997；胡华清、李南，1998)、2000 年“五普”(严善平，

2004) 等；分析方法基本上都是沿用 Rogers 等人的思路，或是以城乡与乡城为标准，或是以迁移原因

和受教育水平等为标准来分解与合成迁移模式。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别迁移率模

式与 Rogers模式基本相似，证实了“Rogers人口迁移模型对中国的有效性”(严善平，2004)。
以往对年龄别流动率的研究更关注乡城迁移流动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的处理方法 (王金营、原

新，2007)。如王金营 (2004) 利用 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共 3 次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数据，估计得

到 1990 年和 2000 年两个时期分性别的人口乡—城与城—乡转移的年龄分布及模式，估计结果反映

了 20 世纪 90 年代人口乡—城转移年龄模式的变迁。当然，不仅迁出人口和迁入人口的年龄别流动

率模式存在差异，而且这两种模式还存在着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王桂新，1994，1995)。
由于年龄别迁移率同时体现了年龄选择性，因此，对迁移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散见于各种流

动人口状况描述等相关研究中 (张善余，1992；段成荣，2000；李玲，2001；唐家龙、马忠东，2007)。这些

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中国迁移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年龄选择性和教育选择性 (唐家龙、马忠东，2007)；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 高度集中在 15—30 岁这个年龄段；20 多岁的年轻人口比“老年人口”更

容易发生（省际）人口迁移/流动 (段成荣，2000)；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长期居

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 1982 年的 23 岁上升到 2010 年的 29 岁 (郑真真、杨舸，

2013)，且年龄增长的趋势在“七普”中仍得以延续，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沉淀为存量流动人口。

从年龄别流动率的应用看，在当前人口迁移流动强度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

（水平与模式）既是人口预测的基础，亦是其他相关社会问题预测的基础，特别是对于分城乡或分省区

的人口预测。年龄别流动率的准确性既会影响到人口规模与结构估计的准确性 (孟向京、姜凯迪，

2018)，也会影响到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如养老金 (刘昌平等，2008；王泽强，2011)、产业结构 (逯进等，

2019) 及公共设施 (何晓萍等，2009) 等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年龄别流动率的研究对后续的社会

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综上，有关年龄别流动率的已有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年龄别流动率的数学建模、中国人口的年

龄别流动率模式特征与年龄选择性的描述，以及年龄别流动率的后续应用等。但纵观已有文献可以

发现，相关研究忽略了基础性概念定义问题，而不同的定义将带来不同的年龄别流动率，进而影响人

口预测的结果。如果说 2000 年以前存量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比例相对较低而不会使流量流动人口与

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之间有太大差异，那么，随着人口流动强度的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

居留时间的不断延长导致存量人口的不断增加，流量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的差异必然会

持续扩大，进而可能给人口预测结果（规模与结构）带来较大的偏差。同时，已有研究亦未能从更长的

历时视野来进行比较分析。年龄别流动率既是全国或区域间人口发展变化的综合结果，也会随着社

会变迁而发生变化；同时，它反过来也将作为未来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的重要人口因素而影响到

未来社会的发展。因此，历时性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年龄别流动率随时间推延而发生的变化过程与特

点，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亦有助于更切实际地根据历时的发展变化过程预测年龄别流动率未

来的发展趋势，为人口预测提供更加准确的模型基础。

尽管 Rogers 模型中的年龄别迁移率模式对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中国模式却有着区别于西

方的自身特点，主要表现在低龄段和老年段：(1) 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 15 岁以下少年

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 (郑真真、杨舸，2013)，这就导致低年龄段，特别 0 岁

周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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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并非是高起点的。(2)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都表明，我国老龄段年龄别流动率呈低水平的波动性，

而非西方模式所呈现的小高峰现象。这既可能与人口流动的定义有关（户口标准下的流动人口并不

包括从原流入地返回户籍登记地的人口，从而可能导致调查数据的偏差），也可能与中国人的生活习

惯、单位体制及医疗条件等相关。因此，在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中，应坚持

以中国的现实环境为基础，扬长避短，批判式吸收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正因上述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本文将重点关注两个问题：流量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之

异同，以及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过程与特点。

 二　数据说明：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本文将使用 1990 年“四普”至 2020 年“七普”之间的 4 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 2005 年和 2015 年

的两次 1% 人口抽样调查（简称“小普查”）的微观数据。由于历次调查中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存在一

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首先厘清并明确历次调查中的相关定义，然后再比较微观数据与普查汇总资

料之间的结果差异，以说明微观数据的可使用性。

 （一）相关定义

本文的流量流动人口被定义为流动时间在 5 年内的流动人口。但历次人口普查或小普查中对流

动时间的定义并不一致。1990 年“四普”中仅有户口性质一项，未涉及流入时间，因此，无法判断、识

别流量流动人口。2000 年“五普”中关于流动时间的题项是“何时来本乡镇街道居住”；2005 年小普

查、2010 年“六普”和 2020 年“七普”中关于流动时间的题项是“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2015 年小

普查的题项则包括了“在本市居住时间”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可见，2000年“五普”有关流动

时间的定义，与其后历次调查的定义并不相同，它强调“来本地居住时间”，而非“离开户口登记地的

时间”。其后几次普查或小普查则更强调后者。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除对 2000 年“五普”数据按

来本地居住时间（限定在 5年内）为标准以外，对其余历次普查与小普查数据均按“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

间”在 5年之内来识别与判断。当然，历次普查与小普查中有关时间的选项也有一定差异，此处不再赘述。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年龄别流动率。严格意义上，率是某时间段内事件发生数与对应时间

内风险人口的平均生存人年数之比。套用到年龄别流动率，则是指某时间段内，某年龄的流动人口规

模（事件发生数）除以该时间段内风险人口的平均生存人年数。由于本文以 5 年为标准来定义流量流

动人口，且使用微观数据时无法估计（年龄别）死亡人口，因此，严格按照定义进行数据处理相对会比

较麻烦。为简便起见，本文计算的年龄别流动率将直接使用普查时点上某年龄（流量）流动人口规模

除以对应年龄的总人口数。恰切地说，这是比例的概念，而非率的定义。

 （二）普查汇总资料中的流动人口与全国总人口的年龄金字塔对比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普查汇总数据绘制的流动人口与总人口的年龄金字塔，如图 1。其中，灰

底色的为流动人口，无底色、只有线条的是全国总人口。该图最明显特点是：15—50 岁男性、15—45
岁女性人口中的流动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全国人口，而 15 岁以下及男性 50 岁/女性 45 岁以上人口中

的流动人口比例则明显低于全国总人口。这反映了我国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的年龄选择性特征。

 （三）普查微观数据与普查汇总数据的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对比

一般情况下，我们总认为普查微观数据与汇总数据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为比较两种数据来源

的一致性，本文以 2020年“七普”数据为例，考察两种数据来源的流动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具体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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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种数据来源的结果比较吻合，但若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微观数据的 20—55 岁年龄段人口所占

比例相对略高，而低于 20 岁和高于 55 岁的人口所占比例则略低。这说明微观数据与汇总数据之间

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异，且这种细微的差异是非随机的系统性偏差。这可能与微观数据的抽样方案有

关，但真正原因仍需要进一步分析。而且，这种系统性偏差是否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影响，以及可能产

生多大的影响尚需要讨论。因此，对微观数据的使用亦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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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七普”中两种数据来源的流动人口年龄金字塔对比

数据来源：《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表 7-2和 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四）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对比

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金字塔，见图 3。图 3 表明，流量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年龄

选择性。相对于全部流动人口，0—5 岁和 15—30 岁流量流动人口的比例相对更高，而其他年龄段中

流量流动人口的比例则相对较低。如果比较流量与全部流动人口的规模，可以发现，0—5 岁组所具

有的相对较高比例是由于这两者的规模相同所致，不论是其出生在流入地，还是在这 5 年内流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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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七普”汇总数据的流动人口与总人口的年龄金字塔对比

 数据来源：《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表 3-1和表 7-2。详见：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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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流动人口与 5 年内的流量流动人口的规模是相同的。而流量流动人口的总规模却相对小于全部流

动人口，从而使 0—5 岁组在流量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但 15—30 岁组的流量流动人口比

例相对较高，则完全是由其年龄选择性所决定的。图 1 已经表明流动人口与总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

差异及其所表现出的年龄选择性，图 3 则表明 5 年内的流量流动人口比全部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年

龄选择性特征。这正体现了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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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七普”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对比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下各图相同。
 

 三　我国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比较

上述分析表明，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流量流动人口表现

出更强的年龄选择性。但各年龄人口的流动强度并不能以年龄结构表示，而只能用年龄别流动率来

表示。因此，本部分将以“七普”数据为例，在描述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比较流量流

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在年龄别流动率上的差异。

 （一）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特点

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之对比，见图 4。图 4 表明，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

别流动率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在低年龄

段中，0 岁时的流动率极低，1—14 岁年龄段的流动率相对较高，15—20 岁段的流动率迅速上升，并达

到峰值；其后，在 21—23 岁段有一急速下降，但 23—60 岁段下降速度有所减缓；在 60 岁及以上老年

年龄段，随着年龄增加，流动率也处于较低水平的缓慢下降过程。总体看，在 20 岁峰值年龄之后的下

降过程中，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分别有 23岁和 60岁两个拐点。

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却与全部流动人口有较大差异。虽然流量流动人口 0—4 岁的年

龄别流动率与全部流动人口相同，但 5 岁时有一个突然下降，并在 5—14 岁年龄段中形成一个下凹槽

形状；随后，在 15—20 岁时与全部流动人口的模式一样也迅速上升，并于 20 岁时达到峰值。其后，尽

管也和全部流动人口一样都呈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但它的下降过程可以用 3 个拐点来描述：

23 岁作为峰值年龄后的第一个拐点，其速度从陡降变为快速下降；35 岁作为第二个拐点，从快速下降

转变为相对较缓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 70 岁这第三个拐点，即 70 岁以后的年龄别流动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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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极低水平的平缓状态。

综合来看，两个年龄别流动率在模式上存在两个较大的区别：（1）5—15 岁年龄段的下凹槽形状；

（2）峰值年龄后的拐点。模式差异背后，体现了以下几点理论与社会涵义：

第一，两条曲线之间的空白处是由存量流动人口，即那些流出时间在 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导致的。

其中，主要是 5—15 岁年龄段的学龄儿童和峰值年龄至 60 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根据前述定义，本

文的年龄别流动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比例的概念，每个年龄的流量流动人口加上存量流动人口等

于该年龄的全部流动人口。所以，两条曲线之间的空白处就相当于全部流动人口的流动率减去流量

流动人口的流动率。

第二，整体模式的不同，使得人口预测模型应该使用流量流动人口的模式，否则会带来偏差。如

果使用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来进行人口预测，不仅会由于整体水平较高而高估总流动率和

总流入人口规模，而且也会由于高估 5—15 岁的流动儿童和峰值年龄以后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其被高

估的偏差取决于存量流动人口的比例），使得整个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预测结果产生一定偏差，进而

影响整个人口预测的结果。

第三，5—15 岁年龄段中，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呈下凹槽形状，说明真正在 5 年内由居

住在户籍所在地的学龄儿童转换为新增流量流动儿童的比例事实上是相对较低的。这也体现了学龄

段儿童为就学稳定性而降低了流动性。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之间形成的空

白处，则由存量流动人口即出生、成长并就读于流入地的“常住流动儿童”所导致。流动儿童的发展

问题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各项社会政策不仅应该保障所有流动儿童的权利，而且还应

该特别注意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其中，常住流动儿童则应是社会政策关注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

因为这些出生、成长并就读于流入地的常住流动儿童的规模之庞大，而且也由于他们在成长经历中

切断了与父辈故乡的联结而可能面临更多的未来发展困境：他们或是更可能沉淀为长期的常住流动

人口；或是由于升学等需要而返回父辈的故乡，甚至成为留守儿童，却由于从小生活环境、文化适应

等而面临更多问题；甚至由于无法继续求学而直接辍学、走入社会等。因此，在统筹保障所有流动儿

童的正当权益的同时，相关政策也应该对这个特殊群体予以更多的考虑。

第四，两类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拐点存在差异（且拐点之后的下降速度亦不同），流量流动人

口 35岁处的拐点和全部流动人口 60岁处的拐点，颇具社会涵义与启示。

如果以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来认识中国流动人口，则可以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导致更多的年龄更大的劳动力人口参与到人口流动大潮中。但从现实的流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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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七普”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对比
 

周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及其演变

191



度看，尽管仍然有 23—60 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加入流动人口群体中，但其新增比例并没有那么高，特

别是在 35 岁之后，其年龄别流动率基本上处于较低水平的缓慢下降过程，即流量流动人口仍然体现

着极强的年龄选择性。流动人口总体规模的持续增加是流量流动人口新增和存量流动人口持续增长

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全部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趋势，根本原因在于存量流动人口的持续增

长，特别是 35 岁以后的全部流动人口是以存量流动人口为主的。因此，在流量流动人口提供更多年

轻流动人口时，存量流动人口却在持续提供更多“老化”的流动人口，从而使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总

体上有老化的趋势。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清醒认识、谨慎对待流动人口总体规模持续增加、年龄结构

老化的真实原因，不能将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性和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老化相混淆。

从流量流动人口来看，在 35 岁这个拐点之后，其年龄别流动率基本上处于较低水平的缓慢下降

过程。这说明，如果潜在的流动人口在 35 岁以前不流出的话，那么他们在 35 岁之后流出的概率相对

会较低。其中既有健康选择性的原因，也有流入地的各种用工制度问题。但至少，这使我们不得不从

供给的角度重新审视流出地（特别是农村地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可能性。近二十年来我国人口生

育已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已处于负增长，劳动力年龄结构逐步进入老化过程，而

且全国总人口规模即将迎来负增长。在此之际，作为主要人口流出地的省份也会面临比全国总人口

形势更为严峻的人口转变过程。迁出人口规模与流出地人口规模、结构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的。一方面，由于年龄选择性而使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一步流出，导致这些主要流出地省份的整体

人口和劳动力年龄人口进一步老化。另一方面，主要流出地省份人口结构的老化反过来使流出人口

规模进一步减少，可能难以真正持续保持流出地的劳动力规模：虽然 20 岁左右的人口迁移流动最为

活跃，但相应年龄的人口规模却将持续减少；而 35 岁以后流动人口虽然随着年龄结构老化而可能逐

步增加，但其迁移流动强度又处于较低水平。两者共同的作用，将会使省际流出人口规模逐步下降。

某种意义上，原先被视为蓄水池且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将逐步枯竭。更何况，潜在省际流动

人口是否流动、流向哪里等决策机制已从纯粹的“预期收入”最大化，根本性地转变为社会经济“预期

回报”的最大化，且其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并结合流入地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

策 (周皓、刘文博，2022)，即迁移流动决策机制的改变可能使潜在流动人口的迁移流动决策更为谨慎。

而且，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之下，农村地区的发展更需要适时地留下那些懂得当地文化背

景与社会生态的本地有识之士，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流出人口规模。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使我们需要站

在流出地、从规模的角度重新审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可能性。

较高比例的、年龄老化的存量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涉及退出劳动力市场和流动人口内部替代

的理论问题，也涉及存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权益保障及未来养老保障等社会政策与个体权益

问题。为进一步了解存量流动人口在总流动人口中的作用，我们在图 4 的基础上制作了图 5。图中

的横坐标是年龄，纵坐标是各年龄存量流动人口占该年龄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由图 5 可见，存量流

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尽管相对较低，其峰值在 35 岁左右而未表现特别强的年龄选择性，但存量流

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的作用却不容忽视：除了 10 岁左右学龄段的存量流动人口比例高达 45% 至

50% 之间外，35 岁以后存量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 50% 以上，甚至在 70 岁以后高达 60% 左

右。从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看，在 35 岁之后逐步下降，表明存量流动人口自 35 岁后开始逐

步退出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流动人口内部替代循环的过程。对其退出机制与内部替代过程的

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流动人口内部构成的变化规律。这对认识我国流动人口的

流动原因、持续过程及其结果等都将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同时，存量流动人口规模巨大（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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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4% 的比例估计，存量流动人口在 1.53 亿左右），他们已在事实上成为流入地的真正常住人口。那

么，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如何保障已在本地居住 5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存量流动人口的各项权益，使

他们能够真正融入流入地，并能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将是必须统筹考虑的重要问题。而 35 岁以上

的较高比例的存量流动人口同样也将面临退出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解决好他们迈入老年人口

门槛之后的各种养老保障问题，更需要国家从宏观政策上予以支持。综合上述各点可知，只有通过全

年龄、全方位的流动人口政策保障体系的制定与建立等制度安排，才有可能真正全面解决流动人口

面临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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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及其所占比例
 

最后，本文仍要重复以往研究的一点结论：与 Rogers 模式相比，中国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有

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我国 0 岁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呈现极低水平，并没有表现出 Rogers 模式中较

高的水平；而在退休年龄处也没有形成另一个小高峰。正因如此，西方国家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并不

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境。

上述归纳总结了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的差异及其社会涵义与政策启

示。如果从历时比较的角度看，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中两类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都同样存在

差异，且差异主要都体现在两个方面：5—15 岁学龄段的下凹槽形状和峰值年龄以后的下降速度。为

节约篇幅，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二）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分性别比较

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在性别上的差异，见图 6，它与上述两类人口总体

模式之间的差异基本相同：（1）学龄段，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相对较低，形成一个下凹槽形状。

（2）峰值年龄 20 岁以后，全部流动人口与流量流动人口的两条曲线之间形成一片由存量流动人口构

成的空隙。（3）60 岁以上年龄段中，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相对处于极低状态；老年段两条曲

线间的空隙只呈现出略微缩小的趋势，表明老年段以长期在流入地居住的老年流动人口为主。（4）不
论是流量还是全部流动人口，在 23 岁之前，女性的年龄别流动率高于男性，但在 23—60 岁之间，男性

的年龄别流动率均高于女性。

如果比较分性别的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则可以发现：（1）15 岁及之前，男性与女性的年

龄别流动率基本上是重合的，即两者基本相等，并未形成以往流动儿童研究中所提出的流动父母偏向

于携带男性儿童至流入地的状况。（2）两性的峰值年龄均在 20 岁，但女性年龄别流动率的峰值

（0.432）高于男性（0.408）。这种男性与女性的峰值之差，一方面体现了女性广泛参与流动的现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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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其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故而应谨慎对待这种包含各类人口的全国性数据。如果按照流动的

地域范围来划分，人口流动可以分为县内流动、省内县际流动和省际流动。县内流动，特别是流动原

因为婚姻嫁娶的县内流动，可能是导致全部流动人口中女性的年龄别流动率峰值高于男性的原因。

可见，女性峰值超过男性的原因尚需进一步分类别、分地域地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3）在 25 岁至

55 岁之间，女性的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均低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结婚后的相对稳定性有关。

（4）55岁以后两性的年龄别流动率则基本相同。

上述分性别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对比结果，既体现了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之间的异同，

也体现了性别间的差异。总体上，两性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基本相同，但在峰值水平和劳动力年龄段

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这表明，未来在人口预测中有关迁移流动的参数设定应尽量使用分性别的流

量流动人口而不是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

 四　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

本文的另一个研究目标是：利用 4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两次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自

1990年“四普”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及其特点。

 （一）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

自 1990 年“四普”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中，我国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

化过程如图 7所示，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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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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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0年分性别的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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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明显的特点是，历次年龄别流动率随时间推延而不断提高，即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中的年

龄别流动率曲线都逐步整体性地往上提升（只是各年龄段的提升幅度存在一定差异）。比如，若对

1990 年“四普”的年龄别流动率单独制图，则其与图 4 的模式基本接近。但从历时比较看，1990 年

“四普”时所有年龄的流动率相对极低，整条曲线几乎接近横坐标；虽然呈现出一定的年龄选择性，但

并不明显。而 2000 年“五普”及以后的模式与“四普”已完全不同，其年龄别流动率水平呈现整体提

高。这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的重要体现，与流动人口规模剧增及总体流动水平大幅提高完全对应。

2. 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中，低龄段部分（15 岁以前）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水平。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这 3 次中低龄段年龄别流动率尽管逐次提高，但位置相对较低，而 2015 年和 2020 年两

次中低龄段年龄别流动率却有跳跃式上升。这说明，在 2010 年以后的 10 年间，流动儿童比例迅速上

升。这意味着更多家庭将子女带到流入地共同生活，也有更多孩子出生、成长在流入地。

3. 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的年龄别流动率的峰值年龄基本没有变化，都在 21 岁，但峰值却逐次

大幅度提升。2020 年“七普”时的峰值为 0.465，即 21 岁人口中有 46.5% 是流动人口，而 2000 年的

峰值仅为 0.211，20年翻了一番多，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口流动活跃度的上升。

4. 峰值年龄以后，年龄别流动率的下降速度及转折年龄有所不同。从迅速下降到缓慢下降的转

折年龄来看，前 3 次（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都在 50 岁左右，但 2015 年则推迟到 55 岁，2020 年

进一步推迟到 60 岁。这说明，以往 50 岁左右就会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返回流出地的流动人口，在

近十年中逐步推迟这一年龄，且其中一大部分仍继续在流入地就业。这既可能与总人口年龄结构老

化而导致的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有关，也可能与流入地劳动力短缺有关，更可能与流动人口改变观念、

更愿意在流入地继续就业而推迟回家养老时间有关。

上述历时变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年龄别流动率模式随着时间推延而发生了细小的变化，主

要体现在 5—15 岁年龄段的上升、峰值的大幅提高和退出年龄的推迟这三方面。模式的改变亦说明，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长度有所不同，即流动人口内部的替代性，包括谁在何时返回原流出地，

以及替代与返迁的机制等都可能会随时间推延而发生变化。对流动人口内部替代性的研究，不仅可

以为有效预测流入地未来的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等提供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其返回流出地（或户籍地）

之后的各种社会保障政策的决策提供依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流动人口的内部替代机制研究将

显得更为重要。

 （二）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

正如上文提到的，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图 8 给

出了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过程。图 8 表明，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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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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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化趋势和全部流动人口基本相同：（1）年龄别流动率曲线随年份推延呈现整体上移的趋势，即年

龄别流动率水平随时间推延而提高。（2）峰值年龄相同，但各次的峰值也不断提高，2020 年的峰值是

2000 年的两倍多。（3）峰值年龄以后的年龄别流动率尽管都会下降，但明显的，2020 年在 35 岁以后

的年龄别流动率的下降速度有所趋缓。这可从 2020 年的曲线与其他年份的曲线之间所形成的空隙

的宽度得以证实。（4）2020 年 60—70 岁的年龄别流动率相对高于其他各次人口普查，而 70 岁及以

后与其他各次普查一样，都处于极低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表明，不但 60 岁以前的劳动力流动

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在提高，而且 60—70岁新增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也在提高。

当然，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也有与全部流动人口不同的地方：（1）在 0—4 岁婴

幼儿时期中，0 岁的年龄别流动率仍然极低，但 1—4 岁的年龄别流动率在 2015 年和 2020 年都呈现

出跳跃式提高，从 2000 年的 0.05 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0.10 左右。（2）在 6—15 岁的学龄段中，流量流

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在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中都同样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凹槽形状，这与“七普”

的流量流动人口在该年龄段的模式是相同的，却与全部流动人口完全不同。（3）2015 年的流量流动

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相对低于 2005 年和 2010 年的水平，这一点是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历时变化趋势不

同的。2005 年的年龄别流动率曲线处于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两条曲线之间，以此类推，2015 年的曲

线一般总会处于 2010 年和 2020 年之间，但实际结果是，2015 年的年龄别流动率曲线却更接近 2005
年的曲线。其原因既可能是 2015 年前的 5 年内流量流动人口并没有那么活跃，也可能与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过程有关。不论如何，这种差异一方面说明了流量流动人口在反映 5 年内人

口流动性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需要更仔细谨慎地对待 2015年小普查的数据。

 （三）分性别的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

分性别的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见图 9 和图 10。可以发现，不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流量流动人口，他们各自的年龄别流动率都在逐次增加，但历次的变化却存在性别差异。

从男性看，如果暂时忽略 2005 年和 2015 年两次小普查的数据，则可以发现，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这 3 次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流动率呈逐次全年龄段上升的趋势。除了上述流量流动人口年龄

别模式呈现出的几个特征（15 岁之前的下凹槽形状、20 岁左右的峰值，以及 25 岁及以后年龄段的年

龄别流动率逐步下降等）外，这 3 次普查之间还有几个重要的变化：（1）2000 年的峰值跨越了 18 至

27 岁这几个年龄（即呈扁平峰状态），而 2010 年和 2020 年在 20 岁时呈现出明显的峰值（即曲线呈尖

峰形状），且 2020 年“七普”的峰值远高于 2010 年“六普”的峰值。（2）尽管 3 次普查中 30 岁以后的

年龄别流动率都随年龄逐步下降，但显然，2020 年“七普”的下降速度更缓慢，特别是在 45 岁以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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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男性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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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女性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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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普”“六普”的曲线之间的空隙更大。（3）2000 年和 2010 年的年龄别流动率相交点在 50 岁左右，

即在 2010 年以前 50 岁及以上的新增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低，但 2020 年的曲线与前几次普查的曲线

相交点则延伸至 70 岁左右。这说明，近些年来 50 岁至 70 岁的年龄别流动率呈现出进一步的提升，

新增流动人口的年龄逐步延后到 70岁左右。

如果再考察 2005 年和 2015 年这两次小普查的情况，可以发现，2005 年小普查的男性流量流动

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基本处于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两条曲线之间。但是，2015 年该年龄别流动率并

非处于 2010 年与 2020 年的中间，它不仅低于 2020 年，而且还低于 2010 年的水平；除了 0—4 岁和

20—29 岁年龄段以外，其他年龄别流动率更接近于 2005 年。这与前述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

的历时变化过程相同。因此，这再次提醒，对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使用应持谨慎态度。

女性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与男性流量流动人口基本相同。但是，与男性的

不同之处在于：（1）年龄别流动率的峰值在多数情况下是女性高于男性；（2）30—40 岁女性流量流动

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下降速度相对较快，而且 2020 年与 2010 年在该年龄段上的年龄别流动率基

本重合。

 五　结 论 与 启 示

本文在比较 2020 年“七普”微观数据与普查汇总数据的年龄性别结构以说明数据适用性并界定

流量流动人口定义的基础上，利用 1990 年以来 4 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两次 1% 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

考察了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在性别年龄结构、年龄别流动率上的异同，并从全部流动人口、

流量流动人口和分性别的流量流动人口三方面描述了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在近三十年来的历

时变化过程及其特点。

 （一）主要结论

第一，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流量流动人口表现出更强的

年龄选择性。

第二，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不同于全部流动人口，其差异主要表现为 5—15 岁年龄段的

下凹槽形状和峰值年龄后年龄别流动率下降的拐点。其中，全部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拐点在 23
岁和 60 岁，而流量流动人口的拐点则在 23 岁、35 岁和 70 岁。不同的拐点意味着不同的模式及社会

意涵，也提醒要注意存量流动人口的重要作用。

第三，与 Rogers 等提出的西方模式相比，中国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在 0—4 岁婴幼儿阶

段和 60 岁左右退休年龄阶段有着特殊性：0—4 岁阶段中国模式并未呈现出随父母流动的高流动水

平，且 5—15 岁的年龄别流动率处于相对平稳的较低水平；60 岁左右退休年龄阶段也未呈现出流动

小高峰。

第四，从历时变化看，中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水平呈现随时间推延而全年龄段一致性上升

的趋势。但 2015 年小普查的年龄别流动率相对低于 2010 年（并未介于 2010 年“六普”和 2020 年

“七普”之间），而是与 2005年基本相同。

第五，从 4 次人口普查看，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年龄别流动率峰值的大幅提高和年龄别流动率

提高的年龄不断推迟。尽管峰值年龄都在 20 岁左右，但 2020 年年龄别流动率的峰值是 2000 年的两

倍多。年龄别流动率有提高的年龄从 2010 年及以前的 50 岁推延到 2020 年的 70 岁，说明低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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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流动性随时间推延而不断增强。

第六，从分性别看，男性与女性的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女性

年龄别流动率峰值在 2000 年和 2020 年相对高于男性；在 30—40 岁之间，女性的年龄别流动率相对

低于男性。

 （二）启示及引申

上述结论在理论上为未来我国的人口预测研究提供了分析基础，在实践上为进一步深入认识与

理解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启示。

首先，准确预测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是人口预测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当前生育与死亡水平极低

的情况下，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人口变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并成为人口预测的重要参数之一。人口预

测参数的设定一般包括水平与模式两个方面，如以总和生育率为指标的生育水平和以年龄别生育率

（或各年龄的年龄别生育率在总和生育率中所占的比例）为指标的模式，再如以平均预期寿命为指标

的死亡水平和以模型生命表的分区为指标的模式。而人口迁移流动的参数设置则一般会直接以年龄

别流动率为指标，其实它同样包含了水平和模式两个方面。不同的模式，即使在相同水平之下，也会

估计得到不同的年龄别流动人口规模。因此，年龄模式是人口统计学或人口学重要的基础性指标之

一，同样也兼具重要的社会意涵。

1. 模式选择问题。人口预测通常会先选择确定年龄模式（不论是生育、死亡还是迁移流动）。以

往关于流动人口的预测一般是以全部流动人口为基础，在估计或预测流动人口总量后（如切分城乡转

移比例等），依据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或年龄别流动率）来分配各年龄性别的流动人口规模，

并将其加入流入地相应的性别年龄别人口中，从而形成下一年份人口预测的基数。但本文的分析结

果表明，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与全部流动人口的这一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以全

部流动人口为基础，则会由于包含了存量流动人口而高估新增流动人口的规模，而且也会由于存量流

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同年龄上存在差异而导致对新增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估

计产生一定的偏差。即以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为基础的人口预测会导致规模高估、结构偏

差的预测结果。而流量流动人口的模式因更现实地反映一段时期内新增流动人口的规模与结构，从

而使人口预测可能会更准确。这一点通常被以往研究特别是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和人口预测研究所忽

视。因此，未来人口预测中的迁移流动参数应以流量流动人口为基础，而不应以全部流动人口为基础。

2. 模式随时间变化及外推问题。本文分析表明，我国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人口预测设定的迁移流动参数也应该体现这种变化。本文发现，2010 年的年

龄别流动率处于 2000 年和 2020 年之间，2005 年的处于 2000 年和 2010 年之间（当然 2015 年的情况

有些特殊），即两次普查或小普查之间各年龄段的年龄别流动率都有不同幅度的提高。这种变化趋

势为预测年龄别流动率随时间的外推趋势提供了依据。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以 2010 年和 2020
年之间每个年龄的年龄别流动率的提高幅度作为基数，加到 2020 年的年龄别流动率上，从而得到

2030年的年龄别流动率（当然，可能需要对峰值及拐点予以调整）。然后，在 2020年的年龄别流动率

和 2030 年之间作均匀插值，从而得到未来 10 年中每年的年龄别流动率。当然，也可以按照 5 年为

时间单位来调整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归结起来，就是模式应该选择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

并做出趋势外推的调整。

3．人口预测中使用年龄别流动率问题。人口预测一般以人口普查而非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为依据，且以期初人口（如某年的年初人口）为基础，根据转移概率计算新增人口数进而计算得到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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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以作为后一期预测的期初人口数。但是，在使用根据普查数据中的流量流动人口计算得到的年

龄别流动率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该年龄别流动率的分母是期末人口数，而非期初人口数；二是分子的

流量流动人口是 5 年内的流量（新增）流动人口，既非 1 年也非 10 年内的流动人口。因此，如果可能，

可基于普查得到的 5 年内流量流动人口再根据流动时间分别计算每一年的流量流动人口以及相应的

年龄别流动率。但这种方法比较麻烦，更简便的则是直接将 5 年内的流量流动人口指标在均匀假设

条件下转换为 1 年的指标。如果期末与期初人口在结构与规模上差异不是太大，使用上述流量流动

人口年龄别流动率作为迁移流动参数则是可以接受的。

4. 不同地域层级年龄别流动率细化问题。本文的讨论对象是全国流量流动人口，对此，还可以根

据不同标准予以细分。如按照城乡分为城—乡和乡—城的流动人口；如按照省份或更小的行政区域

为分析单位分为区域内、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若以县为分析单位时，流动人口可以被分为县内流动、

省内县际流动（流入与流出）、省际流动。显然，三类不同地域空间范围下的人口流动应该具有不同

的性质，其年龄别流动率也可能不尽相同；同样，性别之间、流入与流出人口之间的年龄别流动率亦

可能不同。因此，在不同地域层级的研究与人口预测中，需要对年龄别流动率加以进一步细化。如上

文提到的女性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峰值高于男性，可能是由县内或省内县际的以婚姻嫁娶

为目的的流动而导致的；抑或是由于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大于男性，而户口

可以不随教育接受地而改变等导致的。再者，以省份为单位的人口预测中，应该对不同省份的流动人

口年龄别流动率予以区分，以便得到适用于各省份的年龄模式。更进一步，如果可能，可将年龄别流

动率归纳总结为类似于模型生命表的形式以表示不同类型的年龄模式（或者以 Rogers 模型为基础，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得到修订模式并估计相应参数），这种进一步的细分与刻画有助于未来人口预测中

迁移流动参数设定更符合社会现实。限于篇幅，本文未从城乡或不同地域层级来进一步讨论流动人

口年龄别流动率问题，这将是未来可以继续的工作。

上述几点是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人口预测工作的启示。当然，在具体的人口预测中，参数设定仍然

需要开展更多更细致的工作。

其次，年龄别流动率（水平与模式）的历时变化除了在人口预测中的应用之外，还提示我们应该重

新认识并谨慎使用 2015 年小普查数据，并重新思考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方法的准确性。历时变化过程

的分析结果表明，2015 年小普查的年龄别流动率更接近于 2005 年小普查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且完

全处于 2010 年“六普”与 2020 年“七普”的范围之外。这种情况是值得反思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是，

现实情况可能确实如 2015 年数据所反映的，5 年内的年龄别流动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另一种

可能的原因是，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样本由于抽样框或抽样方案等原因而被抽偏了，从而导致真

正的流量流动人口未能被恰当地包含在样本中。这既有流动人口的抽样方法问题，也有 2015 年小普

查的数据质量问题。但不论如何，使用 2015年小普查数据时需要非常谨慎。

再次，由存量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引发的思考。

1. 进一步考察存量流动人口在各年龄的分布（见图 11），可以发现，3 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的存量

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年龄分布形状基本相同，这说明存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模

式相对比较稳定。这种稳定性的背后隐含着“流动人口”的定义问题以及流动人口退出流入地劳动

力市场的机制稳定性问题。存量流动人口更多的是那些“流而不动”的人口，当前户籍人口城市化与

常住人口城市化的巨大差异中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存量流动人口的贡献。如何从人口普查定义，乃

至政策角度给他们正名，这是迫切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理论上看，将户籍制度与其他福利制度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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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现实政策实施过程却是极其困难的，不仅有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还有流动人

口改变户籍登记地的意愿，以及他们的落户意愿地点与政策鼓励落户地点之间的差异等。因此，流动

人口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显性的表面问题之一。同时，存量流动人口比例的年龄分布

稳定性还隐含着流动人口退出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机制稳定性和流动人口内部替代的稳定性。但这

两个问题囿于数据与方法而一直未能得到真正地深入讨论。再者，本文分析结果中给出的流量流动

人口在 70 岁的拐点，意味着更大比例的低龄老人进入流动人口行列，其流动原因究竟是家庭因素还

是劳动力市场因素，对此仍然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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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年龄别存量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
 

2. 存量流动人口年龄分布模式的相对稳定性表明，我们需要用差异性的目光正确地认识与理解

流动人口。差异性既可以从流量与存量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年龄段的角度来看。从流量与存量的

角度来看，只有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才有可能从流量流动人口转变为存量

流动人口。因此，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如生计问题、社会融合的水平与途径问题等）都可能是不同的。

而从年龄段的角度来看，学龄段的存量流动人口可能出生、成长并就读于流入地，他们与祖籍地或父

辈的流出地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关联。这就需要流入地对他们给予更多的社会扶持与政策保障，

以更好地促进其社会融合，保护他们的成长。而对于 35 岁以后，特别是存量流动人口占比达 40% 甚

至 50% 以上年龄段的流动人口而言，家庭问题、生计问题乃至养老问题等才可能是他们面临的重要

问题。在以整体性视角讨论流动人口问题的同时，更需要用差异性视角去认识、理解与解决各类流

动人口的不同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理论研究。

最后，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与讨论，本文认为，应该构建综合性、全年龄、全方位的流动人口政

策体系（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或某一问题的单独政策），以系统的制度安排来全面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

真正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其基础就在户籍制度的综合改革。尽管户籍制度综合改革不一定能够解决

流动人口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在制度安排上应当是系统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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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Children and Urba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by WANG Gui-xin & DING Jun-song）

Abstract：With the reinforcing family migration trend among urban migrant  workers，migrant children’s impact
on  parents’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mployment
forms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behavioral  decision  for  their  surviv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Data  by  China’s  Healthcare  Commission  in  2017  finds  that，firstly，
migrant  childre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After  overcoming  the
problems  of  endogeneity  and  selective  bias， it  ca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by
33.24%.  Secondly，migrant  children  mainly  affect  the “survival-type”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but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opportunity-type ” .  Thirdl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is  shown  as  follows：migrant  children  help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as  citizens
and  then  promote  their  entrepreneurship.  Fourthly， migrant  children  can  help  to  facilitate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ociety，solve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and so
on.  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channel  for  the promo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which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ociety， and  facilita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survival-type” entrepreneurship， “oppor-
tunity-type” entrepreneurship， identity
 
Human  Capital，Urban  Social  Inclus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China ’s  Floating
Population                                                                                    （by LIU Chuan-jiang， ZHOU Dan & LI Xue）

Abstract：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abor  production  factors， inclusiv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ree
periods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4  to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urban
social inclusion an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migrant population is empirically-investigated，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different  unit  systems  and  migration  ranges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l  human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positive  impact  mainly  focuses  on  the
career  prospects.  External  urban  social  inclu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oreover，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inclus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is  more
obvious.  Further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human  capital  of  collective  private  units  and  rural-urban  upward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a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maintaining  social  equity，building  an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s.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human capital， urban social inclusion， career development
 
The  Pattern  of  Age-specific  Migration  Rat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Changes  in
China                                                                                                                                              （by ZHOU Hao）

Abstract：Age-specific  migration  rate  can  be  exam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level  and  pattern.  After  testing  the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defining the flow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ruc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lowing and total floating population，and the trend of time-varying migration age pattern in last 30
years， based  on  the  data  of  four  censuses  and  the  data  of  two  1%  sample  censuses  since  1990.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there are tw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age structure between flowing and total floating population，that is，
the  concave  of  5-15-year-old  children  and  different  age  points  of  inflection  after  the  peak  age.  Secondly， the  age-
specific migration rate got improved generally among all age group in last 20 years，with a mode of a sharp increase in
peak  value  (peak  shape)， a  change  of  inflection  points  after  the  peak  age， and  the  delayed  age  to  participate  in
mobility.  So， the  flow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preferred  in  the  parameter  design  of  population  project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ity
and  difference.  A  comprehensive，all-age ， and  all-round  policy  system  is  needed  so  as  to  ensur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through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flow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ge-specific migration rate， gender， 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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